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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谈

编按：在政治上、社会组织上和世界秩序上，中国的秦汉体制、大一统观念或“中

华秩序”，代表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替代方式。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，这个替代

观念会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不仅是中国的未来，也是整个世界的未来。中国和

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放弃“中华秩序”，改革秦汉政体，走向民

主宪政。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、《中国民主季刊》副主编滕彪对乔治亚理

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、《中华秩序》作者王飞凌的专访，探讨的就是这

个概念的内涵、发展和影响。

滕彪（以下简称滕）：您曾经提到这种秦汉体制、中华秩序和列宁斯大林主义

有一些暗合的地方，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？我们知道毛泽东说自己是马克思

加秦始皇，也许秦体制和现代的共产极权体制有相似的地方，但是共产主

义、天下大同，和“华夷之辨”的天下秩序似乎很不一样。

王飞凌（以下简称王）：我的回答分两层。第一层，秦汉政体与所谓的斯大林

式社会主义、共产党一党执政是非常吻合的。号称是现代的政体和一个前现

代的东西高度吻合，恰恰说明了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一党专政，其实

王飞凌 滕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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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非常前现代（启蒙运动之前）的旧政体。只是辩护词从天命变成了民命，就

是说我是代表天意，还是为人民服务，说法不一样而已。毛泽东发现在斯大

林式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秦汉政体、所谓“儒化”的法家思想之间相

当吻合，他很聪明地利用了这一点，号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。

第二层，斯大林主义、列宁主义和原来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东

西。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这样，和中国的天下一统、华夷之辨不同。年轻

的马克思当年还是强调个人解放、个人自由的，强调自由体的结合，完全不

是斯大林后来搞的那套一党专政，用镇压和控制的方式来统治。不幸的是，

中国进口的是斯大林主义，不是现在西方还在实行的所谓社会民主主义或

者民主社会主义。

滕：您提到的中华秩序、大一统思想基本上是同义词，这种大一统思想对中

国的政治、历史、社会等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。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？它和民

族主义（在现在的语境下，就是皇汉主义、大汉族主义）有什么联系？

王：简单的说，大一统观念、中华秩序或World Empire（世界帝国）政体，是

逐渐形成的。它始建于秦朝，汉朝把它稳固化，通过引进儒学作为包装把它

稳定化，经过隋唐的科举考试和其他一些制度，在元明清走向极端。它是个

不断进步、变化的过程。在这过程中又高度内化，变成所谓中国政治文化的

一个核心概念。中国的士大夫、知识分子乃至普通老百姓认为天下一统是理

所当然的、正常的状态；而天下分裂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，就是西方现行的

国际制度，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。这个观念在最初是由于生态地理环境形

成的，经过长期的政治熏陶，后来又被统治者利用，用政治宣教和压制手段，

内化成一种文化观念、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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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它和大汉民族主义有什么关联？大汉民族主义只是一种现代人的发现、

发明，过去其实没有什么大汉民族主义，只有皇帝的顺民和叛逆之分。

大家会说我是唐人、宋人、明人、清人，没有人说我是汉人和中国人，这些是

后来的发明创造。大汉民族主义在我看来是在近代以后被统治者们利用起

来了，塑造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来和其他国家抗衡、巩固自己的权力。

滕：现在中共同时使用世界主义、共产主义、人类命运共同体，又鼓吹和推广

汉族为中心的大汉民族主义，一种种族主义。对他们来说两者可以无缝相

接，其实目标就是一个：我得永远执政下去，至于是什么主义对他们来说并

不是太重要——民族主义者经常用的一个词是中华民族，其实这是梁启超

发明的东西。它和中华秩序有没有什么关系？

王：当年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、政治精英想做成两件事情，一件是把自己和

满清统治者分开，同时又把自己和西方列国分开；另一件是他们又想保留清

朝的多民族大帝国占领下的领土的完整。为这要达到这两个目的，就必须重

新发明一个概念，于是就有了所谓“中华民族”。“中华民族”在人类学上是不

存在的，它是一个政治概念。后来的国民党、共产党都大大利用了这个概念，

就是说我们和西方列强一样，也是一个民族，而且还是单民族国家Nation 

State，这样不会有多民族国家的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同时我要保留这些满清

帝国的每一块领土，西藏、新疆、东北，等等，我都要。 “中华民族”这个政治

概念由于政治上的强力推广和教育上的灌输，在中国倒成了一个大家都接

受的观念。

滕：您提到澶渊之盟是“一个提前了643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”，宋代背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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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中华秩序的传统长达三个世纪，这是如何形成的呢？

王：谢谢你提到这一点，它是我自己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一个心得。现在我

发现，有这个看法的人并不少。宋朝在中国历史的论述当中，长期被认为是

软弱无力、不值得羡慕的一个朝代。但其实宋朝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高峰。宋

朝的统治者们放弃了用武力去统一已知天下的雄心壮志，后来慢慢熟悉了、

接受了在一个已知天下里有好几个天子共存这么一个局面。这里有自然因

素、历史路径依赖的因素，也有人为的和一些偶然的因素。但是他们从来都

不满意，因为他们根深蒂固的还是秦汉体制的施行者，还是时不时的想试一

试天下大一统，难以遏制想成为真正的皇帝、真正的天子的欲望。最后促成

大错，造成两宋垮台、中国黄金时代的覆灭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宋朝是唯一的不

是被内部叛乱所推翻的、而是被外敌所消灭的主要朝代。错就错在它的外交

政策上没能始终如一，而是不时的被自己心中的魔鬼所诱惑，要去搞一个世

界大帝国。

澶渊体系是中国人远远走在欧洲人前面的一个发明，没有能坚持下来很不

幸。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澶渊体系和威斯法利亚体系不一样，从一开始有先

天不足。辽国和宋朝皇帝都发誓，这谁要背离这个条约的话，就不得好死，结

果真的是这样。宋徽宗宋钦宗被俘虏，被金国人带到北边去，比较凄惨。这也

说明了在欧亚大陆的东部，其实也和欧洲、地中海各族人一样，有能力去创

新一个国际体系。

滕：元朝和清朝作为异族的统治，和“中华”秩序是如何统一起来的？在中国

之外的世界历史上，是否也存在类似中华秩序的思想传统和帝国实践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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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：中华秩序和秦汉政体一样，对所有威权统治者或者帝王们有高度的吸引

力，这个吸引力是超出民族、文化、语言的限制。尤其当这套体系比较精细

化、运作有效的时候，专制者们都会喜欢。所以蒙古人和清朝满族人后来是

接受了这套制度，而且把它更加固化、暴力化。

清朝的皇帝非常勤政，官僚制度相当有效。所以虽然是外族统治，但是汉族

的士大夫们发现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接受，可以为之奋斗。像曾国藩、年羹

尧可以为了清朝的统治奋斗终生，在他们看来，所谓民族文化的差别并不像

我们今天认为的那么重要，只要有个好皇帝就可以。所谓华夷之辩，外夷如

果接受我们这一套，也就成了我们，我们不接受这套了，我们就变成外夷了。

雍正皇帝还特地写了一个文章来说明这个问题。这说明中华秩序和秦汉政

体有着普世性的吸引力。

世界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的制度？有。比如南美洲的印加帝国、中美洲的阿

兹台克、玛雅，在非洲，在地中海地区不断有一些统治者希望建立世界帝国。

只不过他们大多都失败了。而在中国很多都成功了，而且维系了很久；这又

和中国的生态地理环境有关，和中国帝王们有意识的灌输有关。

滕：葛兆光教授说，中国错失了四次改变世界观的历史机遇，分别在佛教传

入中国的时期、宋朝、元朝和晚明时期。天下观念的改变极为困难，直到晚清

遭遇列强才不得不接受新的世界观。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传统文明和思

想系统太早就成熟了，所以极为顽固。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？

王：葛先生说的很有道理。但我并非完全同意他的一些具体分析。我认为历

史机遇只有两次，一次是在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三国时期。魏晋南北朝漫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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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分裂阶段，没有能够完善化、制度化。还有一次是宋朝，宋朝的帝王统治稍

微缓和些，比较仁政，很少诛杀大臣诸如此类的。一些西方学者认为，宋朝其

实中国已经领先欧洲人，走在现代化的门口了，但是没有进去。我不认为明

朝和元朝是什么重大改变，相反它们重新巩固了中华秩序。虽然晚明有顾炎

武这些人，但这并不代表当时是个实在的机遇。

至于中国的传统文明思想体系成熟过早、比较顽固，我觉得，改革不是因为

成熟早或者固化，而是因为有一个大一统的权力观或者内化的文化观，还有

生态地理环境的限制。要有一个外在压力、内部竞争的政治制度，只有宋朝

或者三国南北朝时期才有。 因为当年气候变化，让蒙古人南下，弄得宋朝制

度没有成功。

秦汉政体和中华秩序维持很久，这个意义上说，它是达成人类政治治理的一

个高峰，但这个高峰和现代性之后的高峰相比的话，只是个小山包而已。

人类政治治理制度的进化应该是永无止境的。很多朋友认为中国人比欧洲

人成熟的早，未必如此。中国人只是达到了一个高峰以后，由于种种原因不

再往前走了；而在欧洲，国际竞争趋势它们不断往前走。中华秩序很早就固

化、停滞不前，这很难说是一种成熟，可能应该是说过早老化。

滕：从孔子那个时代开始，很多中国人觉得中国最理想的是在夏商周三

代，“人心不古”，以古为好。有的人觉得儒家思想更像西方的保守主义。

知名的汉学家内藤湖南曾经写过：“（中国）只要与外国的战争战败了，总是

不时地兴起种族的概念，等到自己强盛了，立刻就回到中就代表天下的思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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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式。”您在书中写道，“中华秩序经过千年实践已经深深地内化为人们心中

的唯一且应然的世界秩序。”您是否认为存在着天下主义和种族主义、普遍

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不断转换呢？如何理解两者的紧张关系？

王：内藤先生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阐述非常有意思，他对宋朝历史的高度评

价我很赞赏。他说当中国的统治者对外战争失败了就开始煽动民族主义思

潮，这个也确实是存在的，古今皆然，目的就是让老百姓为自己的江山当炮

灰。统治者动不动就说外国人欺负、羞辱我们了，其实失败的是掌权者而已。

所谓“百年国耻”，耻的是统治者们，不是老百姓。中国人民在那一百年里，取

得的进步是历史罕见的，包括科学、医学、社会设施、人民的生活水平等，都

是质的巨大飞跃，哪有什么耻辱可言。

过去入侵的外族有时候是比较落后的、残酷的，但19世纪中期以来，入侵中

国的、或者影响中国的，代表着更先进的科学技术、组织方式和思想。他们当

然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灾难，但带来更多是好处。而且一些灾难是因为老百

姓被煽动起来排外而导致的后果。比如现在，对中国最有好处的美国和西方

成了仇敌，经常欺负中国的俄罗斯、北朝鲜倒成了好朋友，这就说明统治者

的利益和人民利益是不一致的。

滕：种族主义/民族主义对中国国内政治和国际秩序有什么危害呢？我们知

道有很多追求民主的异议人士、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中国人，也还有着根深蒂

固的大一统思想，以及对黑人、对穆斯林和少数民族的歧视。

王：我完全同意你这个分析。中国的所谓民族主义，乃至于种族主义情绪，在

很大程度上是人造的、被煽动起来的。今天的中国人民其实和世界各国、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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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各国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仇恨，更谈不上什么根本性的恐惧。所谓 “亡我之

心不死”，到底“我”是谁？其实是统治者，跟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。

被煽动的民族主义对世界和平、对周边各国都是威胁，对中国老百姓也是一

个巨大的威胁。在历史上被煽动起来的军国主义，老百姓有几个是幸运的？

秦朝征服了六国，但秦朝老百姓的灾难简直罄竹难书。秦朝统治者们自己

也没有好下场，嬴氏家族统治了秦国几百年，一个巨大的有十几万人口的皇

族，垮台后全部被消灭，今天中国连姓嬴的人都没有了。谁歌颂秦始皇？只有

张艺谋这种历史观一塌糊涂的人。

滕：中华秩序、天下观，这些观念和传统，与共产党现在提出的中国梦、中华

民族伟大复兴、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一些隐秘的关系吗？

王：当然有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重新解读中国历史、重新理顺这些观

念，允许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精英自由地阅读和解读历史，讨论一下什么对中

国最好。所谓中国梦也好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好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

好，在我看来其实是不同程度的中华秩序的包装而已。且不说这些提法的逻

辑有问题，其实际运作的后果将是非常令人堪忧的。老百姓会变成军国主义

的牺牲品、统治者的炮灰。所谓秦皇汉武、成吉思汗，所谓康乾盛世，这全是

统治者们的虚荣和威权，和老百姓真正福祉毫不相干。老百姓反而是非常痛

苦的。恰恰因为世界帝国的建立，造成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的长期停

顿、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顿。

滕：考虑到西藏（图伯特）、新疆（东突厥斯坦）的历史与现实，考虑到身份政

治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趋势，您对西藏和新疆争取独立的前景有什么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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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吗？

王：具体预测很难。但是如果我们对历史有深刻的把握、对现实资料有充分

占有的话，可以做一些不那么愚蠢的推理。

西藏和新疆当然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、满清多民族世界帝国遗留下来的

问题。原来的汉族王朝基本上没有统治过西藏，偶尔进入了部分新疆，但也

从来没有完整统治过新疆。这两块地方长期被认为是边缘地带，价值不大。

今天新疆变重要了，因为有资源；单从经济上来说，西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

来说，其实还是一个赔钱买卖：中央政府投资在西藏的钱，远比西藏能够提

供的利益要高得很多。对汉民族来说，有没有西藏和新疆其实是一个政治

决定，并不是我们有什么神圣的天赋权利。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，如果真的

有一天西藏新疆都独立了，对汉人来说，甚至对生活在这两个地区的汉人来

说，未必就是坏事。春秋战国和宋朝历史表明，分裂时期，汉民族和其他一些

周边民族可能生活得更好。没有反思历史的中国人可能很难接受，可能会骂

这种说法是卖国。其实西藏、新疆不是我的，中国也不是我的，我没法卖国。

西藏、新疆从来就不是汉族的，只不过是满族把它们带进来了。要说西藏、新

疆、外蒙古都是我们的，这就像今天的印度人说加拿大、澳大利亚是我们的，

因为我们曾经都被一个统治者统治过，这不合逻辑。

滕：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而不是独立，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、仁慈的

主张，但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中共的强大专制力量；假如中国是民主的体

制、也没有这么强大的话，多数藏人、尤其年轻藏人是希望独立的。我也觉得

无论是西藏问题还是新疆问题，对中国将来的民主转型都是一个非常令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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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忧的问题。请问您对中国民主转型的前景有何看法？

王：我同意你的分析。西藏、新疆问题可能会成为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一个

不太有利的因素，因为民族主义会被煽动起来。领土问题会引起很多人过于

激动，然后就忘掉了什么对中国最好。

很不幸的，中国沿着自由化、民主化这个方向前进的可能性，并不是很高；尤

其是内发性转型的可能性更低，就是说统治者靠自己良心发现去改变，不太

可能。但是如果说中国统治者在内外交困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他们可能会

做一些让步，这些让步可能会一下子失控，造成真正的变化。中国毕竟经过

几十年的西化，对外开放，人们观念发生了许多变化。但中国制度有超强的

自我巩固能力，还控制了很多资源。比如中共的思想政治工作，可以说举世

无双，极为有效。

民主化的代价，可能是新疆、西藏会离开，还可能有一些人民生命财产的损

失。但是人类进步的历史上，没有代价的进步是没有的，但是我们有义务把

这代价降到最小程度。

滕：您能否解释一下中共最优化和中国次优化的效应？这是如何形成的？这

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转型呢？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天量的经济、军事资源的同

时，更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统治经验。斯坦•林根（Stein-Ringen）称之为“精密

的极权主义”（sophisticated totalitarianism），既残酷凶狠，又有一定的灵

活性和调适性，有很强的学习能力。我用“高科技极权体制”来强调它的无所

不在的高效监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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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：我在《中国纪录：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》里提到中共最优化和中国次优

化。这个体制能够为专制统治者们提供一个相当强大的、有韧性的机制，但

这个制度的另外一面就是它的次优化统治、次优化治理。中国在经济、社会

发展、人民生活、文化科技、环境保护和灾难控制等各个方面，表现都非常

平庸，经常是灾难性的、悲剧性的状态。比如毛泽东时代。今天的中国经济发

展举世瞩目，但绝大多数老百姓仍然非常艰苦，只能在一个次优化状态下生

存。而统治者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资源。这个也符合西方政治学的一个定论，

糟糕的政府其实不见得马上就能垮台。启蒙运动之前，大量落后政体能够长

期执政，统治者只要有足够的能力优化自己的统治，拥有足够的资源，尽管

治理国家一塌糊涂，照样可以统治下去

滕：如果中国维持目前的专制体制 ，它有可能和其他国家、尤其是自由民主

国家和平共处吗？是不是实力不足的时候就“韬光养晦”，一旦自认为实力强

大了就要“有所作为”、“和平崛起”，甚至搞战狼外交，四处推销“中国方案”？

有人说，共产党只想维持它在中国的垄断地位和独裁体制，而不想输出革命、

输出“中国模式”、称霸全球，那么在您看来，中共是否具有扩张的野心，是否

企图用中华秩序来替代作为西方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秩序？重新建立中

国中心论的朝贡体系，还有任何可能性吗？

王：一个建立在秦汉政体之上的中华秩序，是所有秦汉政体统治者的梦想，

也是他们的最终使命和诅咒。他们不这么做，就觉得不安全。宋朝统治者们

明明活得很好，但他们非要去破坏这个制度，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才安

心。今天的中国也是这样，虚弱的时候，就韬光养晦，一旦自己觉得有力量

了，或者觉得世界其他地方很烂了，就要“有所作为”了。在我看来这是命中

注定的，红色基因决定的。这很不幸，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更不幸。天天让他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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吃苦，又耗费无数的钱去建什么海岛、造什么航母、给非洲撒钱。中国和世界

各国和平共处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放弃中华秩序，改革政治，实行民主。 

滕：国际政治上非常知名的民主和平论：战争、军事冲突基本上都是专制国

家之间，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，而极少或者几乎没有在民主国家之

间的战争。是不是中国实现了民主之后，对国际秩序的威胁就不存在了？像

您强调的自由地学习历史、自由讨论问题之后，这种秦汉体制大一统思想就

会慢慢的隐退了？

王：确实如此。中国威胁论有时候是准确的，比如说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力量

是一种威胁。但说中国人作为民族来说一定要征服其他民族，这不一定。当

然习近平宣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，在我们基因里面就有和

平，这也完全不符合事实。中华民族或者说汉民族在历史上常有征服他国、

屠杀他人，在晚清时还对准噶尔部实行种族灭绝。但制度如果合适了，中国

人可以跟其他人一样和平共处。中国制度、观念如果不改变，那么，崛起的中

国力量对世界不是好事情。

滕：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经提出，立刻引发巨大的反响，也引起了广泛的

质疑和批评，您的立场如何？您自己的论述是否被当做文明冲突论的一个

例子？“中国威胁论”一直非常活跃，涌现了大量的论述，人们观察到的中国

对国际秩序的威胁也的确存在，那么，如何在承认、应对中国威胁的时候，不

把一个国家或文明本质化、不走向对非基督教的、非西方的文明的敌视和贬

低？

王：这个问题很好，有前瞻性。这就是我在关于中国的系列三部曲的最后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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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中想要探讨的问题。亨廷顿的理论是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一种反对，他

提出冲突会继续。我认为至今亨廷顿的判断还是正确的。当然他对文明的划

分我是不太同意的，什么基督教文明、佛教文明、孔教文明，分类很牵强，不

准确。

若没有足够的社会政治变革，中国力量的崛起害人也害己。但我倾向用“中

共威胁论”或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威胁论”而不是“中国威胁论”。“中国威胁论”

字面上有种族主义色彩。中国老百姓没有理由要去征服世界，要用武力去屠

杀别人，只是在政府的煽动和驱使下他们才会这么去做。比如支持俄罗斯等

等，并不是老百姓的选择，只是领导人在那决定。

我们要认真对付这个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力量的威胁，同时也不要把中国威

胁变成一种种族主义的喧嚣。就像我的朋友说的“你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嚼口

香糖”。

滕：中国政府、共产党不代表中国、也不代表中国人民，这本来是一个常识，

可惜的是很多学者、政治人物忘了这一点。而且中国共产党也利用这一点，

说你们是在搞亚裔歧视、搞种族主义等等。

王：对。错误的概念用久了、用习惯了，就会对实际行动有所影响。

滕：随着人权思想的传播、自由民主制度的成功、国际法治的进步，以及全球

化的发展，主权不受干涉的原则正在受到某些挑战。人权高于主权会成为国

际共识吗？从更宏观、更长远的角度，福山所预言的自由民主成为历史的终

结、成为世界各国唯一的制度选择，会成为现实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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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：人权代替主权，代表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一些想法。但在人类的整个的文

明历史中，最美好的观念，常常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。就是说在人权和主权

之间，在普世平等自由和各国并列、竞争之间，应该建立一个平衡，而不是替

代关系。换句话说，要维持威斯伐利亚体系而不是要取消它。在人权的名义

下取消威斯伐利亚体系，恰恰是从从后门实现了中华秩序。

滕：我觉得，人类历史的趋势大概是朝着自由民主、朝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方

向发展，当然实现这个目标还是很遥远的。

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访问，也祝贺您三本著作的出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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绣球花的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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